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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研究进展
*

王春超 聂雅丰

摘要: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就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就业总量、就业结

构和就业质量三个方面综述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就业总量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

替代效应、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产生影响;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数字经济加快了劳动力从农业和

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从就业的技能结构看,数字经济可能导致就业技能单向极化或两

端极化;从就业的性别结构看,数字经济会对就业性别差距产生影响;从就业质量看,数字经济会对

工资收入和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表现为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产生新就业形态,对灵活就业者的

社会保障带来挑战,同时对劳动者与工作的匹配度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数字经

济内涵界定和测度,探索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将数字经济引入就业理论模型,将简约式方法和结构估

计结合起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数字中国战略提供理论、实证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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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时代进入到以数字化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扩展延

伸。Tapscott(1996)较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认为数字经济阐明了新经济、新业务和新技术之间

的关系,并强调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未明确给出定义。美国商务部自1998年开始连续

三年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将IT支持的经济活动纳入定义,“数字经济”概念开始在全社会广

泛使用。随着互联网的商业化应用,有机构和学者将电子商务等同于数字经济。例如,美国人口统

计局将数字经济分为三部分,包括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流程和电子商务交易(Mesenbourg,

2001)。进入21世纪后,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对各类

信息进行识别、存储、计算、分析和应用的方式发生了大变革,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极大地

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数字化转型,构建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并尝试编制供给使用表,以期全面系统地测度数字经济(Ah-
mad&Ribarsky,2018)。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于2018年发布《定义和测度数字经济》研究报告,
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主要指向互联网以及相关的信息通信技术,将其范围界定为数字基础设施、电
子商务和数字媒体三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增加值进行测算(Barefootetal,2018)。也有

研究从具体内容出发,将数字经济细分为三类:核心的数字部门,即生产数字产品和服务的IT/ICT
部门;狭义的数字经济部门,扩展到数字服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兴商业模式;广义的数字经

济部门,扩展到电子商务、算法经济和工业4.0(Bukht& Heeks,2017)。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

布《二十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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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该定义从要素、技术和设施三个方面揭示数字经济的关键特征。
从我国实践来看,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为

39.8%,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
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② 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分类(2021)》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确定

了数字经济的范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定义数字经济为“四化”,
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囿于数据可得性,在构建测算框架时只包括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将信息通信产业增加值加总得到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而产业数字

化部分则基于增长核算账户模型(KLEMS)进行推算。
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改变了现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同时为就业领

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催生出大量新就业形态和就

业方式。国家信息中心202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平台型企业积极采用包括众包在内的灵活多

样的用工形式,加强新就业群体的培训,已经成为稳就业的主要抓手。③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革命在

驱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以机器替换人工为主要方式的智能化生产技术的

改造加快了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Autor&Dorn,2013)。数字经济对劳

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影响具有多维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国内外学界针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产生了

较为丰富的成果。充分借鉴吸纳国外前沿成果,同时针对我国国情和场景特征开展深入研究,将有利

于把握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点,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三个方面深入剖析,重点聚焦数字经济对就业影

响的相关文献,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评述并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二、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

纵观人类社会数次技术革命,从机器刚出现时对手工劳动的替代,到复杂机器出现对体力劳动

的大范围替代,劳动者知识和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并向脑力劳动方向转变,每一次技术革命都表现为

自动化程度的加深和对劳动过程的重塑。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在影响生产生活方式的

同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其一,越来越多的工作可能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

代(Frey&Osborne,2017),形成替代效应;其二,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价格并

增加有效需求,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Autor&Salomons,2018),产生补偿效应;其三,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新职业和新岗位(Bessenetal,2018),产生创造效应。学界围绕数字经济对

就业总量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部分将围绕上述三种影响机制和综合影响效应评

述现有文献。
(一)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替代效应机制、补偿效应机制和创造效应机制,其中

替代效应表现为就业岗位的减少,而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增加了就业岗位,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

综合影响效应取决于三者的相对大小。

1.替代效应机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机器对人的替代效应一直被关注和讨论。自动化进程的

加速引发众多学者的担忧,认为新技术会使得劳动力过剩(Brynjolfsson& McAfee,2014)。Acemo-
glu&Restrepo(2019)提出基于任务的框架来分析自动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认为自动化技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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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任务分配,使资本在一系列任务中替代劳动力,产生就业替代效应。Frey
&Osborne(2017)按照易受自动化影响的程度,将美国702种职业分为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三

类,预测在未来20年有47%的美国工人存在因自动化快速发展而被替代的风险。Nedelkoska&
Quintini(2018)基于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IAAC)数据进一步将工作按照涉及的任务进行分类后

发现,约有14%的工作面临自动化的高风险,32%的工作由于受到自动化的影响,其执行方式和对技

能的要求会发生改变。Zhouetal(2020)分析了人工智能对中国劳动力的替代程度,预计到2049年

中国将有2.78亿劳动力被人工智能(AI)替代,占中国当前就业人数的35.8%,并且人工智能对女

性、老年、低教育和低收入劳动力的替代影响更大。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经济形态,不仅

是自动化程度的延续,而且呈现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智能化特征,因此其可替代的就业范围呈

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对中低端、体力劳动的替代扩展至对中高端和脑力劳动的替代,就业岗位将进一

步减少。

2.补偿效应机制。补偿效应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率效应,是指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区
块链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高生产效率(Tranosetal,2021),使得生产规模扩大和有效需

求增加,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Gregoryetal(2016)基于欧洲2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技术

变革对劳动力的影响渠道不仅包括资本对劳动的直接替代效应,还包括通过产品需求和溢出效应引

致的劳动力补偿效应。Aghionetal(2020)也验证了就业补偿效应机制,发现自动化程度提高有利

于企业提高销售额和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增加就业岗位。综上,数字经济的就业补偿效应机制可以

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价格效应”,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降低了生

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进而增加消费者对相关产品的需求,扩大该行业生产规模,从而增加就业岗位

(Autor&Salomons,2018);其次是“溢出效应”,生产效率提高使得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降低,增加

了消费者实际收入,扩大了对其他行业或部门产品的需求,扩大相关行业或部门的生产规模并增加

就业岗位(Herrendorfetal,2013);最后是“规模效应”,产业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提高了生产效率,降
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从而自发地扩大生产规模,表现为所有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Acemoglu&
Restrepo,2020)。

3.创造效应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在替代劳动力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新职业和新岗位。一方

面,数字产业化的推进增加了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创造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库运行管

理员和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平
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兴起突破了就业空间和时间限制,使得就业形式更加灵活和多样化(Spreitzer
etal,2017),创造了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网络营销师等新职业,吸纳了大量因数字经济替代效应

而失业的劳动力。一项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与补偿效应相比,就业创造效应机制发挥

的作用更强,新职业的出现解释了美国1980-2010年间就业增长的一半左右(Acemoglu&Restre-
po,2018)。综上,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和融合应用创造大量新岗位和新职业,成为新增就业

机会的重要来源。
(二)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效应

从上述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综合影响效应取决于替代效

应、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在动态平衡中如何发挥作用。既有研究分别得出了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和

影响中性的观点。

1.积极影响:数字经济的就业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在数字经济萌芽时期,互联

网作为新兴技术在全球迅速普及,早期学者探讨了互联网对就业的影响。研究显示,互联网每摧毁

一个工作岗位的同时能创造3.1个工作岗位,即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Nottebohmetal,

2012)。Avometal(2021)考察了西非货币联盟国家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每增加1%
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就会减少0.03%的中低技能工作岗位,同时创造0.05%的高技能工作岗位,
最终产生净就业创造。Balsmeier& Woerter(2019)利用瑞士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基于机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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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3D打印、机器人和物联网)对就业具有正向净效应,而非机器数字技术(ERP、电子商务)对
就业的影响不显著。Aghionetal(2020)利用法国制造业数据检验发现,自动化的生产率效应大于

替代效应,整体上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Kochetal(2021)使用西班牙1990-2016年间的企业层面

数据研究发现,采用机器人的企业在机器人使用的4年内产生了近20%~25%的产出增长,并使得

就业机会以10%的速度增长。Cords&Prettner(2022)构建了具有技能异质性的劳动力市场搜寻

匹配模型,在使用奥地利和德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后发现,采用机器人对低技能工作岗位数量

的替代少于对其所创造的高技能工作岗位数量,使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数据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但在考虑到工人内生技能获得后发现,机器人采用对四个国家的净就业效应均为正。

2.消极影响: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Acemoglu&Restrepo(2020)利用1990-
2007年间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分析了自动化技术的影响,发现每千名工人多一台机器人将使当地

劳动力市场减少6.2名工人的就业。在考虑了行业之间溢出效应以及市场之间的贸易后发现,每千

名工人中增加一个机器人将减少3.3名工人的就业,即机器人使用对美国总就业产生负向影响。

Aghionetal(2019)使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了法国1994-2014年间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发现每千名

工人多一个机器人将导致就业人口比率下降0.686个百分点,多安装一个机器人会减少10.7个就

业岗位。他们进一步考察了机器人对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就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机器人对

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体负向影响显著更大。这种异质性影响强调了教育的关键作用和公共政策的必

要性,为缓解数字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公共政策应以提高教育水平和促进终身培训为目标。

Chiacchioetal(2018)考察了六个欧盟国家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就业替代效应占主导

地位,每千名工人增加一个机器人会使就业率降低0.16~0.20个百分点。Giuntellaetal(2022)使
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研究也表明,机器人使用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导致中国劳动力

参与率下降1%,就业率减少7.5%。

3.中性影响: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不显著。Dauthetal(2017)使用1994-2004年间德国

劳动力就业数据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总量

的负向影响不显著。Graetz& Michaels(2018)使用1993-2007年间17个国家的数据得出了一致

的结论,使用机器人没有显著减少总就业人数。Arntzetal(2016)认为基于职业的分类方法会造成

对自动化影响的高估,这是由于很多被归为高风险分类的职业仍然包含大量难以自动化的任务,他
们在考虑同一职业内任务的异质性后得出,数字化和自动化不太可能摧毁大量工作岗位。Acemo-
gluetal(2022a)在分析人工智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发现,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减少了

企业的招聘人数,但从整体来看对就业的影响有限。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减少一些

就业岗位的同时创造了新职业和新岗位,在未来10~20年间,整体上不会造成大范围失业,但在短

期内对工人的再培训和使其向新岗位的过渡需要较大的社会成本(Bessenetal,2018)。
既有研究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可能的原因包括如下两个方

面:一方面,不同的数字技术可能会对生产率和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上述研究分析了信息通信技

术(Avometal,2021)、工业设备自动化(Aghionetal,2020)、工业机器人(Acemoglu& Restrepo,

2020;Graetz& Michaels,2018;Kochetal,2021;Giuntellaetal,2022)以及ERP、电子商务等非机器

数字技术(Balsmeier& Woerter,2019)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另一方面,
应将不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特征纳入考虑。以德国和美国为例,工业机器人使用

对美国就业总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Acemoglu&Restrepo,2020),但没有减少德国总就业人数

(Dauthetal,2017)。从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德国“工业4.0”涉及政府、商业协会和工会之间的

三方合作关系(Bosch&Schmitz-Kießler,2020),而美国的数字创新计划更多地由机器人制造商、系
统集成商和数据分析公司主导(Helperetal,2019),在企业进行自动化战略决策时,德国工会给予工

人发言权,而美国工人的参与权较弱。从劳动力市场特征来看,德国劳动力市场劳资关系的一个关

键特征是制造业高度工会化,德国工会倾向于保持高就业水平,并且愿意接受灵活的工资设定,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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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负面冲击时以保持就业(Dauthetal,2017)。与美国相比,德国的就业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负向影响。综上,不同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特征可能使

得相关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拓展。现有文献在实证研究中侧重人工智能、机器人

等数字技术视角,而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也将发生深刻

变化,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有何新的影响及趋势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并提供新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在该过程中,科学评价和测度数字经济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也是当前研究关注的焦点。以往文

献在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时,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使用的测度方法有所差异,大致可以归纳为增加值

法、指数编制法和构建卫星账户法三类。增加值法和构建卫星账户法本质上都是宏观统计核算方

法,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增加值法依托现有国民账户体系(SNA)基本框架,为构建卫星账户法奠定了

基础,但测算体系和结果具有局限性,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业态和产品质量提升难以被及时监测

(Feldstein,2017)。构建卫星账户法将数字经济活动视为一个整体(Ahmad& Ribarsky,2018),能
更全面系统地反映各行业数字经济活动的特征。但由于统计数据限制以及核算框架构建的复杂性,
目前国内外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国际组织和机构在数

字经济指数编制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例如OECD设计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数字经济统计指标体

系、欧盟统计局编制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以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的数字经济指数,都可以

用来评价国家或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也通过测度数字经济指数,与宏观

统计数据或微观层面调查数据进行匹配来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从实证应用研究看,目
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测度结果具有差异性,这也会影响到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机

制和效应的判断。

三、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一方面,数字技术与不同产业的融合将引起产业结构

的调整,进而影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的分布;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变革引发了生产系统和工作组织的

变化,对不同技能和不同性别的劳动力需求产生异质性影响,进而影响就业结构。因此,本部分将从

产业结构、技能结构和性别结构三个维度阐述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视角

在产业层面,就业结构表现为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及其比重。从历次技术革命经验来看,
技术变革引起产业结构变革进而影响就业结构。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和融合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在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造成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结构调整。Nedelko-
ska&Quintini(2018)研究发现,尽管服务业中快递和餐饮服务等容易实现自动化,但整体而言,农
业和制造业就业受到自动化的影响更大。Wu& Yang(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减少了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使得就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在第二产业中,工业机器人的崛起可能会替代

一些重复性劳动任务,而数字经济在第三产业的快速渗透,尤其是平台经济下一些传统服务业数字

化的就业创造效应显著。从整体趋势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将进一步释放农业部门劳动力,在减少制

造业就业的同时促进服务业就业增长(Mann&Püttmann,2021;Dauthetal,2017)。

1.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前两次工业革命形成的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使得第一产业比重持续

下降,农业部门就业人数急剧减少并向制造业部门转移,以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

革命进一步降低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以美国为例,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部门工作人

数由1900年的41%下降到2000年的2%(Autor,2014)。当前,数字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

一步推动了农业智能化生产,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农业就业人数。由于农田布局、土壤条件、气候和产

量等方面存在一定可变性,农业生产中的非常规任务一直以来受到自动化技术的影响较小(Bacet
al,2014),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可能改变这一现状。例如,计算机视觉技术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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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长进行实时监测,及时了解作物的生长环境并进行适当优化和调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Choudhuryetal,2017)。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复杂地形中导航、识别作物和成熟度并进行准确

采摘,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成本(Legun&Burch,2021)。农业智能化生产向非常规任务领域的拓展增

大了农业部门劳动力被替代的风险,尤其是农民和农业机械驾驶员面临较高的自动化风险(Rijnks
etal,2022)。因此,数字技术的运用将推动劳动力由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转换,此种劳动力转换的

趋势也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和非农产业融合格局的变化,产业结构发生转型调整。二者依

此相互作用,循环演进。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相应地增加了对高素质技术人员的需

求,促使农业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再培训提升专业技能水平,有利于优化农业部门内部的劳动力行业

和岗位结构。

2.对工业制造业的影响。数字技术应用使得制造业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和智能化,机器

替代的简单重复的任务,进而对制造业就业产生负向影响(Frey& Osborne,2017)。Dauthetal
(2017)使用德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表明,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将平均减少两个制造业岗位,意味着德

国在1994-2014年间由机器人替代的制造业工作岗位约27.5万个。Mann&Püttmann(2021)利
用文本分类算法构建自动化技术指标,发现美国自动化技术进步使得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有研究认

为新技术对制造业就业并非一定是负向影响,这与技术对需求的影响有关,自动化技术不仅使得机

器替代了劳动力,同时将降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定制或交付速度,进而增加需求,如果需求充分增

加,即使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减少,最终也会促进就业增加。事实上,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持续增

长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就业人数先增长后下降,呈现“倒 U”型变化趋势。
这是由于技术变革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取决于需求价格弹性,如果产品需求弹性足够大,自动化技

术将会增加就业(Bessen,2019)。Kochetal(2021)利用1990-2016年间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数据集

研究发现,使用机器人的制造业企业就业岗位增加,因为产出的增长远远大于劳动力成本份额的下

降。Parschau& Hauge(2020)关注了自动化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他们通过研究南非

服装制造业发现,自动化技术进步不会导致服装行业就业减少,这是因为自动化使得生产率提高,价
格降低带来的业务增长促进了服装行业就业增加。由于样本数据、行业选择以及实证方法不同,现
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研究结论是否可推广值得商榷。综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制造业就

业的影响需结合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探讨。

3.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服务业高度依赖于从业者灵活的人际沟通能力,难以实现高度的自动

化,而自动化技术对常规任务的替代将低技能劳动力重新分配到服务业,促进了服务业就业增长

(Autor&Dorn,2013)。Gaggl& Wright(2017)研究发现,ICT往往会增加批发、零售和金融等服

务行业就业。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这种状况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Chuietal(2015)
研究发现,在专业服务行业,即使是非常规的高技能工作,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在投资组合经

理、医生和高级经理等工作人员执行的任务中,有很大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当前技术实现自动化,从而

导致少数专家指导大量专业服务的提供。Huang& Rust(2018)进一步将人工智能区分为机械智

能、分析智能、直觉智能和共情智能四种发展程度,发展初期仅仅是对同质、重复的机械性服务工作

的替代,在分析智能阶段将进一步替代技术分析性服务工作。随着发展程度的加深,人工智能将替

代所有人工服务工作。尽管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得更多的人工服务工作智能化,但是否能普及

还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程度。Morikawa(2017)对消费者偏好的分析表明,儿童保育、医疗保健、教
育等人力密集型服务很难被机器人取代。Giebelhausenetal(2014)也发现,短期内需要人与人之间

互动和接触的服务将很难被替代。因此,整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服务业就业增长,未来服务

业就业趋势将受到数字技术发展程度、应用成本以及消费者偏好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二)技能结构视角

早期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具有技能偏向性,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结构发生变

化,增加了高技能工人就业,同时降低了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Bermanetal,1998)。然而,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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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就业均呈现增长趋势,这
种两极分化现象也同样出现在欧洲(Acemoglu& Autor,2011)。例如,在西班牙,中等技能工人就

业在1981-2011年间仅增长了5.1%,远低于低技能工人(40.9%)和高技能工人(57.3%)的增长,
呈现出典型的就业两极分化特征(Consoli&Sánchez-Barrioluengo,2019)。Autoretal(2003)较早

提出“程式化任务”假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认为技术进步替代了执行常规任务的工人(从事文员、
生产、记账等工作的中等技能工人),同时增加了对执行抽象任务和手工任务工人的相对需求(分别

对应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在此基础上,学界进一步提出了“常规倾向性技术进步”(routine-
biasedtechnologicalchange,RBTC)假设,认为技术变革具有替代常规任务的倾向,进而减少了中等技能

职业相对于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需求(Goosetal,2014)。综上,新技术对就业技能需求的影响路径

大致被归纳为技能偏向型和任务偏向型两类,使得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对于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呈现何种特征、数字经济对就业技能结

构有何影响,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Balsmeier& Woerter(2019)认为数字技术是一种通用技

术,在各行业广泛使用将对现有生产线产生深远影响。他们利用微观数据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技

术投资对不同技能工人就业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数字化投资每增加10万瑞士法郎,高技能工人就业

岗位将增加5.8个,中等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就业岗位分别减少4个和2.3个,数字技术使得劳

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向高技能单向极化的特征。Acemogluetal(2022b)使用美国2019年度商业

调查(ABS)数据,评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专用设备、专用软件和云计算五项关键数字技术采用对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企业的自我评估结果表明,这些技术的采用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

Graetz& Michaels(2018)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相对于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工人,工业机器人的使用

显著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也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就业技能结构两极分化,高技能

和低技能工作岗位增加,而处于技能分布中间的工作岗位减少。但该现象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未来

大量将常规任务和非常规任务相结合的中等技能工作将迅速增长(Autor,2015)。Acemoglu&
Loebbing(2022)建立的一个自动化的分配模型进一步阐释了就业两极分化的原因,在复杂任务中,
熟练工人相对资本和其他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足够低,自动化技术仅将中等

复杂性任务分配给成本较低的资本,替代了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从而造成就业两极分化。
数字经济对不同国家劳动力技能结构影响的差异可能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数字经济

技术发展初期,替代成本较高,通常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替代,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和融合应

用,开始对中高技能劳动力产生负面影响(Aghionetal,2018)。此外,这也与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

有关,例如德国的就业两极分化趋势不如其他欧洲国家明显(Goosetal,2014),这可能与德国的双

元制职业培训模式有关。未来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加强大学、培训结构和企业

之间的合作,使劳动者从教育系统中获得的技术能力与生产系统中需求的技能实现良好的匹配

(Ruiz,2021),进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技能结构升级。
(三)性别结构视角

数字经济对改善就业的性别差距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使得工作安排更加灵

活,例如线上工作、电子商务和零工经济等新模式通过创造新的机会有利于缩小劳动力参与方面的

性别差距(WorldBank,2016)。Gómezetal(2014)研究发现,家庭ICT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就业的概

率,且对女性的影响效应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工作中使用ICT技术促进了性别中立的工作,减少了繁

重的体力工作,同时促进了远程办公和多任务的执行,有助于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从而对女

性劳动力需求产生积极影响。Dettling(2017)使用微观调查数据估计了互联网使用对劳动力供给的

影响,结果显示,家庭高速互联网使得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4.1个百分点,而对男性和单身女

性没有影响。Aly(2022)利用2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指数与经济发展、劳动

生产率和就业呈正相关关系,通过数字化转型可能增加的就业预计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从而增加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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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数字鸿沟现象。数字鸿沟是指数字基础设施接入、使
用和获益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Weietal,2011)。数字鸿沟现象可能更多地惠

及“优势群体”,而使得弱势群体难以享有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发展机会,这种机会不平等现象涉及

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教育、投资等多个方面,同时突出体现在就业领域,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而对

就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性别鸿沟在许多国家存在,使得女性在数字革命中处于天然劣势(Hafkin
& Huyer,2007)。Hilbert(2011)认为,在就业、教育和收入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使得女性无法

使用数字技术,从而在数字鸿沟、失业和低收入之间形成恶性循环。Zhangetal(2023)提出,在制定

支持数字经济、促进灵活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引入性别视角,例如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为女性提

供更积极充分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女性从传统劳动力转型为数字经济从业者。未来应进一步

研究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影响因素并考虑如何为女性提供数字机会,使得数字技术成为改善就业性

别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四、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就业质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国内外学者和国际组织分别从不同角度定义和测度就业质量。国

际劳工组织较早提出体面劳动概念,在有工作机会的基础上强调在自由、公平、保障和尊严条件下获

得体面的和收益丰厚的工作(Ankeretal,2003)。Nadler&Lawler(1983)提出工作生活质量概念,
关注工作对个体的影响,应充分考虑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有研究从宏观层面将就业质量定

义为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反映(Bastelaer,2002)。在就业质量指标选取和测度方

面,既有研究侧重点不同,宏观视角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就业质量进行测评,主要从就业环境、劳
动报酬、社会保护、劳动关系和就业能力等方面选取指标,微观视角侧重劳动者个体就业质量的衡量

和评价,关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和劳动者与工作的匹配度等维度

(OECD,2015)。在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时,国外研究更多地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就业质

量内涵中某一具体维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工作匹配度等方面,本
部分将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工资收入

数字经济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争议,既有研究分别得出了存在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结

论。Chiacchioetal(2018)研究发现,机器人使用数量的增加对工资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每千名

工人中工业机器人数量每增加一台,工资就会降低约0.63个百分点。Acemoglu&Restrepo(2020)
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力工资收入具有不利影响,每千

名工人多一台机器人将使工资降低0.25%~0.5%。Giuntellaetal(2022)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

据(CFPS)研究表明,机器人暴露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会使个人的小时工资降低7.7%,但对年工资的

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较为一致地得出了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工资收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的结论。

Lee&Clarke(2019)使用2009-2015年间英国劳动力市场数据研究发现,高科技产业的增长降低

了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主要是由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创造了非贸易服务的就业岗位,新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工人生产率低于已经就业的工人,从而降低了平均工资水平。Braxton& Taska(2023)
进一步考察了技术变革在解释失业后收入大幅持续下降中的作用。他们通过计算机或软件技能的

需求变化来衡量技术变革,研究发现,在受技术变革影响更大的职业中,被替代的工人收入下降更

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工人不再具备在以前职业中的工作技能。也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

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显著提高了劳动者整体工资水平(Autor,

2015)。Graetz& Michaels(2018)使用1993-2007年间1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工业

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平均时薪。
关于数字经济对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在构建理论模型时主要基于技能偏向性

技术进步和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视角。Lankischetal(2019)通过构建包括低技能工人、高技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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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传统物质资本和自动化资本四种生产要素的理论模型分析得出,自动化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实

际工资,提高了技能溢价,应通过投资高等教育提高高技能工人的比例,缓解自动化对工资不平等的

影响。Prettner&Strulik(2020)建立了一个内生教育的研发驱动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高技能工

人是机器的补充,而低技能工人是机器的替代品。随着技术进步,生产中使用的机器越来越多,高技

能工人的工资相对低技能工人有所增加,增长的技能溢价促使更多的人接收高等教育,该模型预测

自动化将导致大学毕业生比例增加。同时,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使得低技能劳动力无法从自动化

中获益,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会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增长,进而将导致工资收入不平等加剧。

Acemoglu&Restrepo(2018)将异质性技能引入基于任务的模型发现,自动化替代了非熟练工人,同
时产生新的任务使得熟练工受益,在短期内导致不平等加剧,但长期而言,新任务的标准化限制了不

平等的加剧。在实证研究方面,Dauthetal(2017)利用德国机器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机器人使

用显著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工资收入,但对低技能工人尤其是中等技能制造业工人产生了较大的负面

影响,从而加剧了工资不平等。Brall&Schmid(2020)将工人分为常规技能工人和非常规技能工人,
研究表明,自动化和机器人化对德国制造业工资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与

高自动化和低自动化工作中工人间的相对工资回报变化相关,与面临高自动化风险的常规技能相

比,自动化风险较低的非常规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会增加,该结论与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假设具有一

致性。Acemoglu&Restrepo(2022)也发现,在经历快速自动化的行业中,专门从事常规工作工人的相

对工资下降,解释了美国过去40年工资不平等的50%~70%。然而,也有学者得出了较为积极的结

论。Dominietal(2022)利用法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发现,企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产品进口的大幅度增

加没有导致工资不平等和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加剧,而是相同程度地提高了不同分位数工人的工资收入。
(二)工作时间

数字技术有利于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促进信息和服务的持续提供,使得工作能够在非标准时间

进行,这种变化是对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组织的颠覆性变革。一方面,在工作时间和工作频率方面为

工人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扩大了工人对工作模式的选择(Schoretal,2019)。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

致对工人进行更集中的控制和监督(Rubery& Grimshaw,2001),例如数字平台的兴起扩大了全天

候实时监控员工的可能性,增加员工因密切监控产生的精神压力。Greenetal(2000)提出了努力偏

向性技术变革假设,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使得管理层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以维持正常的工作流

程,显著增加了工人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以意大利高科技汽车研发公司为例,在工人干预生产

过程的权利方面,数字化和自动化减少了员工的自主空间,增加了管理控制的形式,使得工人的工作

时间普遍增加(Cirilloetal,2021)。Giuntellaetal(2022)利用中国家庭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机
器人暴露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工人的月平均工作小时数显著增加了12.6%~14.2%,并且,在机器人

使用更多的城市,工人工作时间更长,以弥补时薪的降低。Bauernschusteretal(2014)发现互联网平

台使用使得随时随地办公成为可能,导致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进而延长了工人工作时间。Cheng
etal(2021)基于全国普通职工的调查数据发现,职业自动化的概率越大,工人将面临更高的工作不

安全感,其职业倦怠感发生的概率也越高。综上,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的普及延长了劳动者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强度。
(三)社会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新业态和新就业模式,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使得人们

的工作方式从长期性的“标准合约”向“灵活任务型”转变(WorldBank,2019)。依托平台的新就业形

态可能使工人从获得工作机会中受益,增加了兼职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工人被排除在社

会保障体系之外(DeStefano,2016)。按照传统的分类,平台就业者通常被归纳为自雇或自由职业

者,这种非标准就业意味着风险和责任的转移,平台免除了其中的大部分责任,而将社会保障义务外

部化到工人身上。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传统的雇佣关系为基础,雇佣关系的模糊性也隐含着社会

保障的不确定性,使得平台工人无法像正式雇员一样参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Eichhorst&Ri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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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同时,由于平台就业者被归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社会保险费用,但与其

他就业群体相比,平台就业者的工作具有碎片化和不稳定等特征,导致其收入低和收入不稳定,自己

往往难以承担所有的社会保障成本,因而无法参加社会保险(Daugareilh,2021)。Chenetal(2020)
调查研究发现,平台从业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的比例很低,这些法律规定的保险形式参与率均不到15%。即使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被归类为雇

员,临时性工作的普遍增加也使得工人难以积累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例如产假、带薪休假和失业救

济金等(Konkolewsky,2017)。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给劳动力社会保障带来的冲击,未来需建立

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有必要从法律框架上明确数字平台从业者的雇佣关系

性质,以保障平台工人的福利和权益(Behrendtetal,2019)。数字经济给劳动者社会保障带来冲击

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大数据能够帮助确定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人工智能通过更加

自动化的业务流程改善服务质量并降低成本,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开辟了新的

政策空间(Konkolewsky,2017)。
(四)工作匹配度

劳动者和工作匹配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信息的可获性,工人和雇主都在收集和评估信息,然而信

息获取和评估成本往往较高。理论上,数字技术降低了搜索成本,同时扩大了经济主体之间匹配的

潜在范围(Goldfarb&Tucker,2019),基于匹配算法的识别和判断使得在线招聘可以加快雇主和工人

搜寻彼此的过程,而匹配效率的提高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和工人之间的匹配质量(Gürtzgenetal,2021)。
从实证研究来看,有研究认为互联网对劳动力市场匹配的影响有限。例如,Kuhn&Skuterud

(2004)研究发现,在网上找工作的失业者比同等的非互联网搜索者失业时间更长。Gürtzgenetal
(2021)利用德国早期高速互联网(DSL)扩张这一准自然实验分析发现,互联网扩张对新员工工作匹

配的稳定性和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他们发现雇主通过在线招聘收到的申请显著多于其他招聘渠道,
增加了申请人数和每个职位的不合适人选比例,过多的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筛选成本,从而抵

消了在线招聘对新员工匹配质量的积极影响。随着互联网渗透率和连接性的快速增长以及在线招

聘网站设计的改善,互联网对劳动力工作匹配的影响可能会发生变化。Kuhn& Mansour(2014)使
用2005-2008年间美国全国青年纵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求职在减少失业持续时间方面是

有效的,同时与工资增长之间存在弱正相关关系,即失业工人在网上找工作有助于更快地找到更好

的工作。Lederman&Zouaidi(2022)以互联网使用比例和过去一年使用互联网支付的成年人比例

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指标,探讨了数字经济发生率与各国摩擦性失业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失业率和

数字支付发生率之间显著负相关。Mang(2012)利用德国社会经济小组(SOEP)数据检验发现,网上

求职显著提高了求职者的工作匹配质量,在线求职者在新工作中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技能,获得晋

升的可能性将变大,对工作类型满意度将显著提升。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分别从数字经济内涵和测度、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多维影响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考察,
研究发现:首先,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界定数字经济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几乎都认同数字

经济是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核心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其次,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替代效应、补偿

效应和创造效应机制影响就业总量,既有研究关于总影响效应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包括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和中性影响三类观点。再次,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方面,从产业结构来看,数字经

济对农业部门就业人数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同时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向服务业就业转移;从技能结构

来看,数字经济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因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和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而异,使
得技能结构呈现两端极化或单向极化特征,随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可能

进一步减少;从性别结构来看,数字经济有利于缩小劳动力参与的性别差距,但同时也应关注数字性

别鸿沟的负面影响。最后,在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劳动者工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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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和不平等程度,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产生的新就业形态将对劳动者社会保障水平带来负面

影响,对工作匹配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综上,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
时这一领域研究方兴未艾。我们应关注未来研究的关键着眼点,在数字经济内涵界定和测度、研究

视角和维度、符合国情特征等方面进一步拓展,重点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数字经济内涵界定的准确性和测度的科学性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实施,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应

进一步拓展完善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和测度研究。一方面,对数字经济形成更加准确的内涵界定。未

来在对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中应更为关注数据生产要素和数字化治理,厘清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之间的联动关系。另一方面,对数字经济进行

系统和科学的测度。可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形成更加科学和相对统一的测度框架,选取

指标时应充分考虑时间延续性和空间可比性,在具体测算时统一指数编制权重和整合的计算方法;
现有研究囿于数据可得性,在指数编制和规模测算时仅从中观层面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

分内容进行测度,未能衡量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及其变动规律,未来在测度内容方面应增加对数据信

息价值的衡量。随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发展以及数据生产要素的发展,要根据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指数内各分项指标的权重,以更准确地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和基本规律。
这将为更科学准确地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各种影响机制、效应和政策干预路径提供研究基础。

(二)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拓展

第一,有关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更多是从数字技术角度出发,缺乏对数字经济影响的全

面考察。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的新经济形态,而现有研究侧重分析人工智能和

机器人等代表性数字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拓展:在理论模型方面,现有研究在理论模型中强调了数字经济的技术特征,未来应紧扣数字经济内

涵,进一步探索如何将数据要素这一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引入理论模型,结合不同国家或地区

的场景,构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全面准确地刻画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内在机理;在实证估计方面,
在简约式模型基础上引入结构估计,估计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影响的一般均衡效应,同时评估数字

经济及相关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产生的福利效应;在样本数据方面,现有研究多基于宏观统

计数据,未来应加强微观数据集的搜集、挖掘和更新,将企业层面招聘数据或家庭层面调查数据相结

合,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捕捉高频数据,并将其与传统低频数据相互融合、相互印证。这将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的就业决策行为及其演进规律,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影

响的微观机制,为宏观理论和政府决策提供坚实基础。
第二,加强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影响方面的研究。在技能结构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对

重复和简单工作即低技能就业岗位的替代,同时数字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升级也对劳动者技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综合来看,劳动力技能供给结构与当前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结构失衡矛盾问题突

出。从现实背景看,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要推动高质量充分就

业目标的实现,需重点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未来应进一步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把握数字经济发展

过程中就业技能结构的演变规律,同时以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技术工人等重点群体为研究对象,加
强数字经济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在人力资本结构方面,开展人的全生命周期人力

资本与技能积累研究。从长期看,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技能结构需要从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开始关注

和研究,并持续至成年劳动力市场。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性质来看,传统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难以

与数字化转型速度相匹配,未来应针对人的不同发展阶段,探索针对不同目标人群的提升人力资本

与劳动力就业技能的相关政策。此外,关于数字经济变革对劳动力就业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区域

结构等方面影响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三,就业质量是个人福利和宏观生产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而现有研究缺乏有关数字经济对就

业质量影响的深入探讨。其一,就业质量的测度方面,现有研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多基于传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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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特点,而数字经济发展催生出大量新的就业形态,传统产业也在不断革新,对劳动力就业质量

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未来在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将反映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发展

状况的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以准确把握就业质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二,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

质量内涵中的重要维度,数字经济的就业极化效应对劳动者收入产生异质性影响,进而影响工资收

入不平等,未来需加强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及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探索数字经济在

促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其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

就业形态模糊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造成一定冲击,
未来应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和政策适应性研究。在实证和政

策研究层面,如何改善数字经济下劳动者就业的收入水平、工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社会保障水平,
提高新就业形态的就业稳定性,推动高质量就业,都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与就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欧美发达经济体,数字经济在发展中国家起步较晚。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均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就业

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具有异质性。此外,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数字经济

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可能更大,因此有必要加强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就业影响的研究。
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在推

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在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的环境中,如何稳就业、促进高质量就业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未来可拓展如下两方面的议题:
一方面,我国数字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仍未充分发挥,应将数字经济研究放在全球背景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情境下,在快速老龄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探讨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多维度、系统性、动态性影响。针对就业的数量、结构、质量、收入分

配等方面,探索促进数字资源充分发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带动形成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路径。
另一方面,深入数字经济内部比较研究“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分别对劳动力市场及其就业的

传导机制,研究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政策干预下的影响效应,探究不同维度数字

经济发展及其引导政策的优先顺序,形成促进数字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路径。要把

握中国宏观和区域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中国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的有效方案。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已经创造了大批优秀研究成果,
在把握我国经济规律和特有场景、借鉴国外优秀成果基础上,继续拓展创新将有望取得更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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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theEffectsofDigitalEconomyonEmployment

WANGChunchao NIEYafeng
(JinanUniversity,Guangzhou,China)

  Abstract:Thenewround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revolutionledbythedigitaleconomyhasbroughtnew
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toemployment.Thispaperreviewstheimpactofdigitaleconomyonemploymentfrom
thethreeaspectsoftotalemployment,employmentstructureandemploymentquality.Existingstudieshavefound
thatdigitaleconomymainlyaffectsthetotalemploymentthroughthemechanismofsubstitutioneffect,compensation
effectandcreationeffect.Fromtheperspectiveoftheindustrialstructureofemployment,digitaleconomyhasacceler-
atedthetrendoflabortransferfromagriculturalandmanufacturingsectorstoserviceindustries.Fromtheskillstruc-
tureofemployment,digitaleconomymayleadtotheone-waypolarizationortwo-waypolarizationofemploymentskill
structure.Fromtheperspectiveofgenderstructure,digitaleconomyhasanimpactonthegendergapinemployment.
Intermsofemploymentquality,digitaleconomycouldfurtheraffectwageincomeandincomeinequality,extendwork-
inghoursofworkers,generatenewformsofemploymentandposechallengestotheprovisionofsocialsecurityfor
flexibleemployees,andhasacertainpositiveimpactonthematchingbetweenworkersandjobs.Inthefuture,we
shouldfurtherimprovethedefinitionandmeasurementofdigitaleconomy,explorehowtointroducedigitaleconomy
intoemploymenttheoreticalmodelsincombinationwithChina􀆳snationalconditions,combinereducedandstructural
modelstostudytheimpactandmechanism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economyandrelatedpoliciesonemployment,

andprovidetheoretical,empiricalandpolicyreferencesforChinatoimplementtheemploymentprioritystrategyand
thedigitalChinastrategyinthenewdevelopment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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